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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現華人喪親者雖透過喪儀平台，持續與逝者連結來療癒哀傷，但有些喪親者可能因諸多外

在因素而長年壓抑哀傷表達，且與逝者處於不和諧關係。根據東西方文獻指出，表達哀傷及與逝

者連結可作為哀傷調適之策略，故本研究將之融入與逝者對話活動。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喪親者參

與與逝者對話活動前後，轉化其與逝者關係及哀傷調適之情形。本研究採質性取徑，以 3次深度
訪談 5位喪親多年之中高齡者，蒐集其參與與逝者對話活動前後之資料，以詮釋學分析資料。本
研究結果：（一）受訪者參與本活動前已持續多年哀傷，且與逝者維持不和諧關係；在參與本活

動後，哀傷獲得調適，與逝者關係轉化為和諧關係；（二）本活動轉化哀傷及與逝者關係之因素為：

在允許哀傷之安全教學環境，本活動提供回憶逝者及與逝者對話之平台，使其有機會經驗與表達

哀傷，並喚起與創造好的內在客體的逝者；而正念呼吸有協助其放鬆與覺察。本研究發現：（一）

喪親者的哀傷和逝者的不和諧關係密切關聯，對長年哀傷者，與逝者連結的華人喪儀，可能缺乏

表達哀傷之安全社會環境；（二）本活動提供此環境，協助其表達哀傷，並與逝者有正向的連結，

進而與逝者轉化為和諧關係或完整的客體關係，並獲得哀傷調適，而此關係也持續伴隨喪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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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學者（Freud, 1917; Neimeyer, 1998/2007; Worden, 2018/2020）認為喪親後的哀傷／悲傷
（grief）需要去經驗，並透過適當的方式表達，將有助於哀傷調適。國內學者（李秉倫等人，
2015；洪雅琴，2013；鍾文佳等人，2019）也認為在喪葬儀式（簡稱喪儀）中表達哀傷，有助於哀
傷療癒。東西方除了將表達哀傷作為哀傷調適的重要策略，原本在華人文化就存在的與逝者連結，
近來也被西方研究（Boerner & Heckhausen, 2003; Field, 2006; Klass, 2001; Klass & Goss, 2003）認為
和逝者維持連結關係是正常現象，甚至具有哀傷調適效果，並建議喪親者和逝者保持一種正向的持
續連結關係。
國內許多研究（吳秀碧，2016；李秉倫等人，2015；洪雅琴，2013；鍾文佳等人，2019）發現

華人透過喪儀進行與逝者連結及與逝者對話，並將生者與逝者的關係轉化為和諧的關係，以達到哀
傷療癒。這些研究指出華人文化受到儒釋道影響，重視天與鬼神關係的和諧，當逝者死後，生者在
喪儀平台善盡個人角色實踐倫理儀式，祈求天或神幫助逝者好走或往生善處，則逝者可成為「神」
庇佑遺族；反之化為「鬼」，遺族心中不得安寧。在喪儀的過程不僅能催化生者哀傷情緒的表達，
在喪儀中與親族彼此連結可獲得支持，並透過喪儀協助安頓逝者靈魂讓生者能心安，且持續在不同
時節的喪儀與逝者保持連結與對話。李秉倫等人（2015）與鍾文佳等人（2019）認為，華人的哀傷
治療目標要考量喪親者在哀傷處理過程是否有達到關係和諧與平衡，並將天鬼神與逝者的關係和
諧，作為評估喪親者的哀傷療癒程度，進而協助其尋找可行的方式達到彼此關係和諧，而獲得哀傷
調適與內心和諧。因此，本研究將喪親者的哀傷視為與逝者關係不和諧的反應，需要尋求喪儀或其
他方式來達到與逝者關係和諧，以調適哀傷。
雖然華人的喪儀文化提供表達哀傷及與逝者連結之療癒因子，然而華人仍可能受到喪儀或社會

規範而壓抑哀傷表達。鍾文佳等人（2019）指出在哭踴設飾的喪儀中，依據不同親疏關係哭泣程度
便各有不同，雖可抒發悲傷，但也不宜過度悲傷，以免傷害自己或親友。洪雅琴（2013）研究發現
喪儀雖提供集體正當表達哀傷情緒的機會，但個人的情感表達不是很被公開鼓勵，或是喪家忙於治
喪事宜無暇哀傷，甚至有些佛教信仰者可能會要求喪家不要號哭，使得生者壓抑哀傷而未能充分抒
洩。再者，在治喪期後，Chow與 Chan（2006）認為社區人們因為避免碰觸喪家穢氣反而停止探視，
易使喪親者孤獨面對哀傷。蔡佩真（2012）研究發現國人表達哀傷情緒有一套默契和情緒規則，凡
事得識大體、顧慮他人感受，因顧慮太多外在因素，較不會向家人與他人談論逝者與表達哀傷，而
有長年壓抑哀傷的表現，因此在治喪期後多數華人的哀傷情緒轉為自我壓抑與各自抒解。
綜上可知，雖然華人的喪儀有哀傷調適之效，但在喪葬期間與治喪期後，或因喪儀規定，或因

喪親者顧慮諸多外在因素，使得哀傷表達多少受到限制轉而壓抑哀傷。我國所建構的哀傷療癒理論，
許多是透過儒釋道的喪儀平台處理天鬼神的和諧，並持續與逝者連結與對話，以達到哀傷療癒。不
過，綜合前述文獻可知，或許喪親者缺乏抒發哀傷的安全場域是其中關鍵。因此，本研究將關注喪
親多年仍持續哀傷的喪親者，延續與逝者連結與對話的文化基礎，並結合東西方皆認同的療癒策略
（表達哀傷及與逝者連結），設計為「與逝者對話活動」（簡稱本活動），介入喪親多年的喪親者，
盼在安全的教學環境裡，將喪親者與逝者的哀傷與不和諧關係，轉化為和諧的關係以達到哀傷調適。
因此，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喪親者參與本活動前後，轉化其與逝者關係及哀傷調適之情形。於是，

本研究目的須先瞭解受訪者參與本活動前的哀傷情形，若仍未調節哀傷，則視為與逝者處於不和諧
關係；接著，探討其參與本活動帶來的知覺與反思；然後，透過受訪者參與本活動前後的反思，探
討轉化與逝者關係與調適哀傷之因素；最後，綜合討論本研究之發現。以下為本研究目的：
（一）瞭解喪親者參與本活動前的哀傷，及其參與本活動後引發的知覺與反思。
（二）探討本活動轉化喪親者與逝者關係及哀傷調適之因素。
我國極少有將與逝者連結作為教學活動以調適哀傷之研究，本研究以實務課程出發，可補充相

關研究之不足，研究結果也將作為喪親者的哀傷調適與相關教學方案之建議。

文獻探討

基於本研究目的探討本研究之相關文獻。首先，探討西方與本土的哀傷理論；接著，探討與逝
者連結對於哀傷調適之相關研究；然後，探討以客體關係理論詮釋喪親者與逝者的關係轉化與哀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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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適；最後，說明本活動採取的教學法，以及與本活動相關的教學活動與研究。

（一）西方常見的哀傷理論，以及本土的哀傷理論

西方學者從不同面向解釋哀悼歷程，常見的有哀傷階段論、雙軸模式，意義重建模式，以及哀
傷任務論。首先，以階段（phases）來看哀悼過程的哀傷階段論，如 Kübler-Ross（1969）的否認、
憤怒、討價還價、沮喪、接受五階段。接著，擺盪於雙軸的哀傷調適模式，如 Rubin（1999）的
喪親雙軌模式，依喪親者的意願與準備程度進行適應生活及與逝者關係之變化；以及如 Stroebe 與 
Schut（1999）的雙重歷程擺盪模式，擺盪於失落導向與重建導向。然後，Neimeyer（1998/2007）
提出的意義重建模式，認為重要他人死亡衝擊個人既有的意義系統而導致悲痛感增加，此時喪親者
便會投入找尋道理、益處以及認同改變等尋找意義的哀傷歷程，並建構出新的意義結構。最後，
Worden（2018/2020）提出的任務論，認為喪親者應積極採取行動進行哀傷功課（grief work），進
行四項任務以完成哀悼歷程，其在第五版新修的內容為：接受失落的事實；處理悲傷的痛苦；適應
沒有逝者的世界；喪親者開始餘生之旅，同時找到一個記憶逝者的方式。
階段論與任務論提供一個長鏡頭的角度觀看喪親後從哀傷到復原的發展路徑，其中階段論是被

動隨時間推演而發展，而任務論主張積極處理哀傷。不過，這兩理論簡化了哀傷到復原的歷程，因
為喪親者會因死亡事件因素（死亡原因、與逝者關係、逝者以前所扮演的角色）、個人因素（性別、
人格、健康情形、過去哀傷經驗、意義建構）、環境因素（家庭因素、社會支持、宗教因素、社會
文化）等多重因素，而使得喪親者呈現非常個別化的哀悼歷程。雙軸模式提供理解與詮釋喪親者擺
盪在失落導向或重建導向，以及適應生活或與逝者關係的改變，雙軸模式詮釋了哀悼歷程中內在擺
盪反覆的特性，而且都強調喪親者與逝者連結以達到關係的重組與建構來調適哀傷。而意義重構模
式，則著重尋找與創造失落意義的重要性，昇華喪親者與逝者的連結。
近來有學者以中華本土化的角度建構哀傷理論。李秉倫等人（2015）提出的「儒家關係主義和

諧哀傷療癒理論」，共有與天鬼神關係和諧、倫理關係實踐以促進和諧及與逝者關係和諧等三個系
統來達到哀傷療癒，其中與逝者關係和諧，是透過喪儀持續與逝者連結，由生者為逝者做點事或盡
孝，以儀式安頓逝者的死後世界，協助生者完成遺憾及哀傷因應。鍾文佳等人（2019）接續李秉倫
等人的理論，提出的「儒釋道喪禮儀式的悲傷療癒歷程模式」，著重喪儀帶來的哀傷療癒，認為以
儒家為主佛道信仰為輔的喪儀，可催化悲傷表達，獲得親族連結，安頓逝者靈魂，持續與逝者保持
連結，以協助生者在「與逝者的倫理關係」和「與天鬼神的倫理關係」的和諧而達到悲傷療癒，並
引用Worden（2009/2011）第四版的四項悲傷任務，說明喪儀能協助生者完成悲傷任務。不過，上
述兩項本土理論尚未經過實徵研究支持。此外，余德慧等人（2004）認為華人的生活終極目標是圓
滿，喪親哀傷需處理倫理的失序，再連結（reconnection）便成為療癒的根基，因此本土喪親家庭的
復原，是兩條倫理性的網絡療癒之路，不僅有與逝者另世的斷裂修補的網絡，還有另謀出路的人際
網絡連結。余德慧等人的觀點指出在與逝者連結的喪儀之外，還有社會網絡連結帶來的療癒之路。
綜合上述東西方哀傷理論，本研究採取表達哀傷及與逝者連結此兩項哀傷調適策略，這不僅符

合許多西方的哀傷理論，也是華人哀傷療癒的重要精神。此外，本活動以團體學習形式介入喪親者，
也提供社會連結帶來療癒的可能。

（二）與逝者連結對於哀傷調適之相關研究

上個世紀哀傷治療的觀點深受到 Freud（1917, p. 268）影響，其主張喪親者的 libido（能量）需
從客體（逝者）的標的（target）撤回，才能告別哀傷，其認為「哀悼得完成一項精密的心理任務：
它的功能就是將生者的希望與記憶從逝者身上解離出來」。雖然對於 Freud主張要從逝者撤退投注
（decathexis）以調適哀傷在學界仍有爭論，但許多學者接受此觀點，如Worden（2009/2011）第一
版提出的哀傷任務論的第四項任務：將情感活力從逝者身上放開，轉而投注在另一段關係上。此外，
Payne等人（2002）在諮商師運用哀傷理論與實務的調查研究也發現，有半數採取階段論或任務論
的哀傷治療觀點，且有三分之一採取向逝者告別的方式，即撤回與逝者的情感連結以調適哀傷。
然而，近來研究（Boerner & Heckhausen, 2003; Klass & Goss, 2003）已轉移至建議喪親者和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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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保持一種正向的持續連結關係。Field（2006）與 Klass（2001）的研究發現與逝者維持連結關係
是很正常的現象，甚至有助於適應喪親的失落。不過，與逝者連結的形式，會因不同文化的世界觀
有所不同（Root & Exline, 2014）。綜合學者（李秉倫等人，2015；鍾文佳等人，2019）觀點，認
為西方以一神為信仰的宗教，逝者成為與神的關係，未來接受神的審判決定前往天堂或地獄，故生
者較不擔心逝者過得是否安好，生者以懷念與回憶來與逝者進行內在連結，或以祈禱來陪伴哀傷，
著重與逝者的精神聯繫及與神的連結，屬於內在關係的持續連結。據Worden（2018/2020）描述第
四項任務主張的與逝者連結，乃是找到一個記憶逝者的方式，讓生者仍能繼續生活下去，較偏屬內
在關係的連結。然而東方儒釋道文化，生者透過喪儀安頓逝者靈魂，使逝者的角色轉化為祖先，祖
先如神具有保護與懲罰功能，生者透過喪儀持續與逝者連結，是倫理關係的延續，因此李秉倫等人
認為是外在關係的持續連結。
國內有許多研究指出喪親者若能與逝者有某種形式的再連結，將有助於轉化彼此關係及哀傷調

適，如蔡佩真（2009）研究發現逝者會轉化為精神上虛擬的存在，在喪親的家庭中可具有溝通、決
策、空間與情感的位格，藉此緩解喪親的衝擊；Huang（2008）研究發現持續連結是一個平台，使
得喪親者處理和逝者未完成的事件成為可能。因此，蕭高明（2015）研究發現，若能善用與逝者連
結及對話，將有機會處理喪親者和逝者未解決的情緒纠葛、遺憾與衝突，使得自我轉化成為可能。
綜上，不論是西方以談論和回憶逝者的內在連結，或是華人以喪儀進行與逝者對話的外在連結，

皆說明與逝者連結可作為哀傷調適之策略，並且提供本研究與逝者對話之教學活動的文化基礎。

（三）以客體關係理論詮釋喪親者與逝者的關係之轉化與哀傷調適

以客體關係理論的觀點，哀悼歷程是修補（reparation）因失落而導致逝者在喪親者內在形象的
損傷（Klein, 1940）。客體包含外在與內在，外在客體指的是一個真正的人或東西；內在客體則是
一個心理表徵（mental representation），包含和他人有關的形象、想法、幻想、感覺或記憶。客體
關係是自體（self）與內在或外在客體之間的互動，而客體分有好的與壞的客體，比如兒童在被母
親溫暖擁抱而產生喜樂的融合狀態，便近似全好客體關係，也成為未來好的客體單元的基礎；反之
亦然。內射的好的客體是往後所有好的客體關係的基礎，未來在痛苦時可回憶這些好的內射物並提
醒美好的事物依然存在。自我終究會整合自體與客體的好與壞的部份，同時將全好與全壞的自體形
象、客體形象聚合，例如我／他有善良的特質，也承認有不討喜的特質，我們感受到客體基本上是
好的，但也有令人遺憾的部分，這樣分裂的客體關係就轉化為完整的客體關係。而諒解，須仰賴完
整客體關係的認識，須在心裡維持兩種情感上相衝突的形象，一是令人受傷的客體，另一是摯愛的
客體。而成人面對失落時，可能令自我感到整合能力被暫時壓垮了，但若隨著整合與分化逐漸擺脫
掉情緒起伏不定的影響，穩固的自體與客體關係便發展出來（漢默頓， 1990/2013，頁 103–161）。
因此，本研究延伸詮釋，若喪親者過去的經驗已將逝者內射為壞的內在客體，使其回憶到逝者多為
壞的客體形象、想法、幻想、感覺或記憶時，此時與逝者的持續連結可能持續引發哀傷。因為個體
若對重要他人的正向感不足，很難去進行內在整合，以免碰觸內心深處脆弱的自我（許皓宜、李御
儂，2015）。然而，若能藉由回憶甚至創造與逝者有關的好的客體，整合好的與壞的客體，發展出
完整的客體關係，將會創造新的滿足來源。如 Attig（1996）認為生者仍可保有和逝者的美好回憶，
並從其中得到支持、安慰、意義與啟示。
綜合國內學者（李秉倫等人，2015；鍾文佳等人，2019）的觀點，華人的哀傷療癒，透過喪儀

來進行與逝者連結與對話，以達到轉化哀傷並與逝者轉為和諧關係，獲得接受適應與安心和諧。從
客體關係來看喪親者的哀傷及與逝者的不和諧關係，哀傷乃喪親者內射壞的內在客體勝出，需發展
出完整的客體關係。漢默頓（1990/2013，頁 77–80）認為要為被投注強烈情感的客體打造穩定的內
在形象，需要許多時間，累積足夠的美好經驗是重要的基礎，此外穩定且溫暖的環境對認知能力的
開展也很重要。因此，Worden（2018/2020）在論及悲傷治療的程序中提到翻新對逝者的記憶的方式，
就是讓喪親者談論逝者，並且以呼喚其對逝者的正向記憶為主，有了正向記憶為基礎，再接觸負面
的部分。
綜合上述文獻，本研究在評量喪親者的哀傷調適，將檢視喪親者在參與本活動的歷程，能否回

憶逝者、能否經驗與表達悲傷，尤其能否產生與逝者連結的美好經驗，甚至創造新的且好的逝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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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使其整合好與壞的客體，發展出完整的客體關係，轉化為與逝者的和諧關係。

（四）採體驗式生死教育教學法

要融入何種教學法才能達到本研究目的？ Durlak（1994）認為以體驗式（experiential）教學法
講授生死教育課程，是透過參與練習活動、觀想、角色扮演、媒體呈現等方式，鼓勵學習者探索與
分享個人的感覺與經驗，最終目的是幫助其變得較能坦然面對與接受任何由死亡相關議題引起的負
面情緒，可增加個人死亡態度的體認，營造可增進分享與接納死亡態度的團體氣氛，並使用態度改
變技巧去修正參與者的信念。陳世芬與楊淑晴（2005）的研究認為體驗式教學法較教導式（didactic）
教學法有較好的學習效益，可加速、加深彼此分享經驗的層次，可降低人們對死亡之恐懼與焦慮情
形，個體在參與時感受到內心深處的悸動正是最大的收穫。因此，本研究採體驗式生死教育之教學
法。

（五）體驗與逝者對話活動之相關教學活動與研究

有關本活動之主要教學活動，綜合學者提出與逝者對話之相關實務經驗與研究，可包含介紹逝
者、介紹逝者的連結物與以想像開啟視覺化與逝者的連結與對話等三項主要活動。「介紹逝者」，
Attig（2000）建議在帶領團體活動時，引導喪親者回憶逝者的美好記憶，回想什麼是最感謝或最想
念的，並專注在逝者留給喪親者的傳承。過程中暫將不愉快的記憶放在一邊。Neimeyer（1998/2007）
認為「連結物」可作為喪親者紀念與慰藉，有助於催化哀悼歷程，並指出讓喪親者卡在哀悼歷程的
主要衝突，有助於回溯美好記憶，以維繫比較健康形式的連結，並可將連結物整合至往後的生命。
「以想像開啟視覺化與逝者的連結與對話」，運用類似「空椅法」的操作，Worden（2018/2020）發現，
讓喪親者直接以現在式向逝者對話十分重要；Jordan與McIntosh（2011）建議喪親者可以以沈默或
大聲說出的方式完成，這有助於重修並再處理彼此關係；李秉倫等人（2015）也有相似觀點，強調
促進與逝者關係的和諧，透過心理治療中的角色扮演，讓生者有機會說出內心話及完成儀式，協助
安頓逝者靈魂與其關係的轉化，以增進生者社會心理平衡。
我國有關介入與逝者連結之教學活動的相關研究極少，其中有吳秀碧（2017）以 3小時的「創

造死者死後的世界」儀式活動介入修學哀傷諮商課程的 23位非複雜性悲傷之研究生，該活動由參
與者以繪畫創造現在逝者及其居住的世界，並向同儕說明畫作，該研究發現儀式產生了轉化功能，
使參與者產生認知結構的改變，發展逝者的新意象與新連結，而產生療癒效果。
此外，為使參與者增加內外在之覺察、放鬆身心，以及緩解悲傷情緒，也將正念覺察融入每週

的教學活動裡。正念（mindfulness）意旨活在當下，集中注意力覺察此時此刻，且不對內在和外在
刺激訊息進行評價（Kabat-Zinn, 2003）。以正念為基礎的課程，主要包含正念呼吸、身體掃描、瑜
伽、行走與日記寫作。研究指出，以正念為基礎的課程有助於減輕哀傷和負向心理症狀（Roberts & 
Montgomery, 2016），提升自我控制和管理的能力（Tang et al., 2015）。因此，本研究之活動亦融
入正念技巧，主要以覺察呼吸、全身掃描與正念寫作為主。此外，在觀賞影片或實施會引發情緒的
活動前或後，也會引導正念呼吸，緩和情緒，加強對當下的身體、感受與念頭等之覺知。
綜上，本研究以體驗式生死教育教學法，規劃連 3周每周 3節課之與逝者對話活動，欲探討喪

親者參與本活動前後，協助其轉化與逝者關係及調適哀傷之情形。

方法

依據本研究目的，需瞭解受訪者參與本活動前後與逝者之關係及哀傷調適，因此須對受訪者進
行脈絡的理解。本研究採建構主義中詮釋學派的現象詮釋。胡塞爾主張研究者應該持開放的態度，
用自己的經驗來對現象進行瞭悟，而要把現象相關聯的一系列之表象（representations）連結一起，
說出該現象的特性（manifestations）（黃光國，2008）。詮釋學的詮釋循環以前見為起點，達到視
域融合，新意義的誕生為終點，也就是在詮釋者與文本的互動過程中，形成論述，彼此的視域得到
融合與轉化，變得更豐富（畢恆達，1995）。本研究以自由開放的態度面對喪親者的深度訪談與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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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文本，蒐集研究對象主觀陳述參與本活動前後之資料，以先前理解作為引導，進入研究者與文本
的理解循環，在詮釋循環的理解歷程中，詮釋其與逝者關係之轉化及哀傷調適。

（一）活動設計

研究者長年在國內外講授生死教育課程，及帶領體驗式生死教育活動。本研究是透過研究者教
學與研究累積之經驗，以研究者專長之教案設計與教學活動介入參與者，並非對參與者進行治療或
諮商。本研究所探討之本活動，是研究者於社區大學開設之 3學分為期 18週之生死教育課程。該
課程乃非正規教育認證課程，非以一般大學生為對象，而是以多元思考並考量成人學習需求而規劃
（楊蕙芬，2019）。該課程每週上課 150分鐘，其中第十五至十七週乃本研究所探討之活動。由於
第十五週之前的課程活動有催化作用，以下先簡要說明此前的活動及內涵，接著再詳細闡明本研究
所探討之本活動之相關內涵。
為了營造安全的學習環境，本研究在課程第一週上課，便規劃每堂課有分組分享，由參與者自

主尋找 4至 6人為一小組，進行分組討論與分享，藉此使學員隨著課堂一次次的進行中，瞭解彼此
與建立情感。生死教育課程之設計主要分成三部分，第一週至第四週為「死亡觀與死亡本質的講述
與討論」，第五週至第八週之「實用的醫療喪葬知識」，第十週之後皆以體驗式生死教育活動為主。
第一週課程介紹並分組交流參與本課程之動機與接觸死亡經驗；第二週「我的生死觀」，說明個體
死亡觀形塑之成因，並分組交流個人死亡觀形成之背景；第三週「各宗教生死觀與輪迴觀」；第四
週「何謂死亡」，說明醫學、法律、宗教對死亡的定義，以及面對生死的認知與想像影響生理與情感，
在播放相關電影後，分組交流觀影心得。第五週「死亡時鐘與死隨念」，說明衛福部每年公布國人
的十大死因，以及將死亡放在心上的死隨念；第六週「遺囑與環保葬」，介紹環保葬與說明民法遺
囑篇；第七週，播放相關電影後，書寫遺囑；第八週「守護善終權」，說明急救與安寧療護對臨終
者的影響。第九週公民素養週，本課程停課。第十週之後，為體驗式生死教育活動，包含第十週至
第十二週之「體驗臨終關懷」，第十三週至第十四週之「體驗向此生告別」，第十五週至第十七週
之「體驗與逝者對話」等三項活動，第十八週為學期心得分享。接著，簡要說明，首先，「體驗臨
終關懷」，內容有臨終關懷前的準備，認識臨終病人的生理狀態，臨終關懷前須具備的認知與態度，
解說臨終關懷時的口語表達要領，以及小組角色扮演演練關懷者對臨終者的肢體碰觸與表達內心話；
接著，「體驗向此生告別」，內容有學員交流參與告別式的心得與自己想要的告別，並且透過電影
與觀想，想像意外往生前後，書寫想要留給親友的話，以及回顧一生的感悟；最後，則是本研究所
探討之「體驗與逝者對話」活動。
本活動依 Durlak（1994）與李秉倫等人（2015）建議以角色扮演教學法設計本活動流程，綜合

Milroy（1982）之 3階段與 Shaftel與 Shaftel（1982）之 8步驟的角色扮演實施流程，修改為暖身活
動、敘述問題、表演互動與討論建議等 4階段流程。以下詳述本活動之活動設計：

表 1
「與逝者對話活動」之活動設計

流程 單元 內容 /教學策略 依據文獻

暖身 
活動

認識與逝者連結 / 
210分 / 

第十五、十六週

（1）觀賞有關與逝者連結的電影 /70分；（2）小組與大
組分享 /40分；（3）與逝者連結之研究與文化 /30分；（4）
說明同理心 /20分；（5）認識哀傷理論 /30分；（6）分
享與逝者對話的經驗 /20分

（1）（2）（6）依據前述文
獻（四）；（3）依據文獻
（二）；（5）依據文獻（一）；
（4）Wiseman（1996）

教學策略：經驗與表達哀傷

（續下頁）



喪親者與逝者之關係轉化哀傷調適 91

流程 單元 內容 /教學策略 依據文獻

敘述 
問題

回憶逝者 / 
90分 / 
第十六週

（1）《遺產小故事》/20分；（2）介紹逝者並分享連結
物 /50分；（3）書寫與逝者對話的內容 /20分

（1）（3）依據文獻（四）；
（2）依據文獻（五）

教學策略：經驗與表達哀傷、與逝者連結與對話

表演

互動

+
討論

建議

與逝者對話 / 
100分 / 
第十七週

（1）回顧上週內容與心得 /10分；（2）戴眼罩呼吸放鬆
/10分；（3）與逝者對話：引導畫面開啟與逝者視覺的連
結，與逝者對話 /40分；（4）向逝者再見：向逝者道別，
允許逝者的力量回到自己的心中與生活 /20分；（5）書
寫心得 /20分；（6）討論建議與大組分享 /50分

（1）（3）（4）（6） 依 據
文獻（四）；（2）（3）（4）
（5）依據文獻（五）

教學策略：經驗與表達哀傷、與逝者連結與對話

1.「認識與逝者連結」單元

透過觀賞有關與逝去親人連結的電影片段，如 2018年之後改為播放《心靈小屋》（海澤丁，
2017）後半段，觸發學員憶起喪親的記憶與情緒，省察與逝者之關係，催化向逝者表達內心話之動
機，並在觀影後小組分享觀影心得。因電影涉及逝去親人的哀傷，有助於學員連結個人的失落，並
對小組成員表達喪親的經驗與哀傷。接著，認識哀傷理論，以及東西方學者提出的哀傷期，讓學員
理解哀傷是正常且被允許的，進而接納失落與哀傷。最後，回到大組由教師介紹與逝者連結的研究
與民俗文化，並邀請學員分享如何與逝者對話，如早晚上香，依節日祭拜，到納骨塔或看照片傾訴，
或其他宗教活動。藉由本單元教學活動，欲營造給學員可以經驗與表達哀傷的安全學習環境。

2.「回憶逝者」單元

首先，觀賞《遺產小故事》（安德森，2011），藉由影片引發學員回憶逝者留下的美好記憶。
然後，學員圍一圈，介紹逝者、連結物，以及有關逝者的傳承與美好回憶。最後，在呼吸沈澱後，
各自書寫內心想對逝者說的話。藉由本單元教學活動，在小組分享中獲得接納與支持，欲協助學員
經驗與表達悲傷，並整理想要對逝者表達的話。

3.「與逝者對話」單元

Worden（2018/2020）認為讓喪親者直接以第一人稱和現在式向逝者對話十分重要，Armstrong
（Neimeyer, 2012/2015, pp. 268–272）認為可導引畫面，解開喪親者對逝者不健康的情結，並鼓勵他
們重新回到與逝者的關係中，去感受逝者扮演新的支持角色。Jordan與McIntosh（2011）建議喪親
者以沈默或大聲說出的方式向逝者表達，有助於重修並再處理彼此的關係。因此，本單元進行時，
學員戴上眼罩，教師引導學員以正念呼吸放鬆身心，回到真心或個人信仰，為逝者與其他學員祝福，
並引導學員想像走到宇宙中心的一扇門前，當門開啟時會出現期待見到的逝者。描繪逝者以平靜、
溫暖、微笑的樣貌出現（可能是記憶中逝者的形象，或是光，或一種存在的氛圍），可默念或向逝
者說出內心話。對話後，向逝者祝福與道別，並允許逝者的力量回到心中與生活中。完成體驗後，
回到呼吸沈澱及書寫與逝者對話的感受與想法。藉由本單元教學活動，讓學員安心地經驗與表達悲
傷，以及與逝者連結與對話。
本活動進行過程可能引發喪親者哀傷情緒，基於表達哀傷之需求，並據蔡明昌與顏蒨榕（2005）

研究發現，認為成人在生死教育課堂產生負向情緒時並不會排斥，且認為教師應保持彈性的態度，
注意學員的情緒反應，但不刻意迴避負向情緒產生的可能。研究者講授生死教育課程之經驗也有相
同觀察。因此，研究者在活動期間是以下述 5點處理學員的哀傷情緒：（1）出現哀傷反應是正常的，
是被允許的，成員毋需阻止；（2）多次強調同理心（Wiseman, 1996）（接受對方觀點、不評斷、
辨識情緒、一起感受）；（3）每週有正念練習，遇到哀傷情緒來時，提醒以正念呼吸覺察與調節；（4）

表 1
「與逝者對話活動」之活動設計（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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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Durlak（1994）建議，在安全無威脅的氣氛下進行體驗，以團體討論與支持方式處理負面感受，
並讓學員在團體中自主互動分享；（5）公開分享諮商與治療之轉介資訊，並對於有明顯哀傷反應
或沈默的學員進行課後關懷，必要時協助轉介。研究者帶領本活動時，確實扮演促進者角色，引導
思考與表達，但不強加觀念，不強迫參與體驗，學員可自主決定涉入的深度，若不願意參與或感到

不適也可以旁觀者的角色參與，若要中輟也是學員的自由（本活動無人中輟）。

（二）研究對象

表 2
受訪者基本資料

化名 性別 逝者 喪親歷年

1 葳葳 女 母病逝 13年

2 樺樺 女 母病逝 7年

3 嘉嘉 女 母病逝 16年

4 靜靜 女 公公病逝 3年

5 樂樂 男 父病逝 3年

本研究對象來自 2016年某兩間社區大學由研究者講授之生死教育課程之學員，研究者於開課
時向學員說明課程大綱含有與逝者對話活動，並欲進行本研究。依據 Horowitz（2005）建議，要等
到喪親後一年才評估是否有困難的悲傷，因此以立意取樣公開邀請喪親一年以上自評仍有持續哀傷
之學員自願參與，最後選取 5位年齡介於 45–55歲之中高齡者，有參與本活動且能流暢表達個人感
受與想法者，並簽署研究同意書。葳葳、樺樺、嘉嘉與樂樂表示參與生死教育課程的動機，是希望
面對喪親的哀傷並獲得調適。靜靜則是因曾選修研究者開設的心理學課程，想持續深入學習，卻在

參與本活動中恍然發現原來長久的呼吸鬱悶不快是來自喪親。

（三）研究工具

依據本研究目的以自編半結構式訪談大綱為工具，以3次深度訪談蒐集受訪者陳述經驗之資料，
以發展成為對人類現象有更豐富和深入理解力的資源，且能與受訪者發展有關經驗意義的會話關係
（高淑清，2008）。第一次訪談蒐集受訪者參與本活動前的喪親經驗與哀傷情形；第二次訪談在本
活動後一個月內，蒐集受訪者參與本活動的知覺與反思，以及想到逝者的感受與想法：第三次訪談
在本活動半年後，訪談問題除了與第二次相同，也訪談其主觀認為轉化與逝者關係及哀傷調適之因
素。本研究進行訪談之地點均於安靜且不受干擾之處所，包括居家客廳、社區大學無人教室、大學
圖書館、咖啡館等地。第一與第二次訪談，每次每位受訪者費時近半小時至 1小時，第三次訪談約
20分鐘。

（四）資料蒐集

研究者曾學習諮商技巧，有質性研究經驗，熟悉本活動內容，因此負責蒐集研究資料。以研究
者與受訪者互為主體進行訪談，運用關係建立與會談技巧（如，傾聽、接納不論斷、澄清等），訪
談前對受訪者說明訪談進行的可能程序與目的；哀傷反應的處理，如前述課堂 5點處理學員的哀傷
情緒，充分尊重受訪者的自主決定，可隨時退出本研究。本研究第一次訪談受訪者時，其談到逝者
時皆有流露哀傷情緒，但第二、三次訪談時，受訪者已無明顯哀傷反應。
受訪者之引文以「標楷體」示之，括弧內文字乃本研究為了清楚呈現所摘錄之逐字稿之脈絡而

補充說明。逐字稿編碼舉例如下：「那個夢也有影響（與逝者對話單元前一晚夢到母親），在跟媽
媽對話後，就感覺比較放心，就沒有那麼放不下，感覺她在那邊活得很好。」（樺 2/10–1/1）。編
碼「樺 2/10–1/1」，第一碼「樺 2」代表摘自樺樺之逐字稿之第二次深度訪談；第二碼數字「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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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以訪談大綱第 10題之第 1小題蒐集資料；第三碼數字「1」為訪談對話段落第 1段之序號。因此，
此範例編碼完整轉譯為：第二次訪談樺樺之文本，在第 10個訪談大綱提問中第 1小題，訪談對話
第 1段。

（五）資料分析

黃光國（2015）認為雙方各自以自身主體的「視域」，跟對方進行辯證詮釋的過程，此過程可
彰顯雙方的主體性，是所謂的「互為主體性」。本研究以互為主體的辯證詮釋進行理解的詮釋循環。
資料分析方面，採張芬芬（2010）質性資料分析五階段：第一階段文字化，本研究將訪談錄音轉謄
為逐字稿，並依據前述逐字稿編碼方式予以編碼。第二階段概念化，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將研究對
象之文本分為參與本活動前與逝者關係及哀傷情形、參與本活動時的體驗、參與本活動後的哀傷調
適等主軸，並進行概念編碼，即將受訪者的一段回答找出概念，再將相同或相似的概念歸納為核心
概念。第三階段命題化，找出整個資料中的主旨與趨勢，用命題的形式呈現，命題通常是陳述句，
即是暫時的研究假設與結論，有待進一步去驗證。以下表 3為資料分析之範例：

表 3
參與本活動前受訪者與逝者（內在客體）之關係之資料分析示意表

主軸 命題 核心概念 概念 文本

活動前與逝者

是不和諧關係

想到逝者壞的

客體勝出，感

到哀傷

愧疚未辦好母

後事

未遵照喪葬文

化的擔憂

這樣做對嗎？媽媽會不會因為（我沒有依照長輩要

求）沒有燒金紙沒有腳尾飯而沒得吃沒錢用？（樺

1/4/5）
想知道媽媽在那邊過得好不好（樺 1/4/9）

疑惑母親過得

好嗎

逝後過得好？

本研究由研究者與協同研究者進行與研究對象互為主體的辯證詮釋之資料分析，在五階段資料
分析出現分歧時，研究者與協同研究者進行討論直到達成共識，並將分析結果交予受訪者檢閱同意。
協同研究者是一位諮商輔導碩士，曾任國中輔導主任 6年。

（六）研究之可信實性

本研究採用 Lincoln與Guba（1985）提出質性研究之判準構念，增加本研究的信實度。可信度：
研究者於真實有效的場地與情境取得資料，並運用低推論字詞，適量引用受訪者文本，以利讀者閱
讀與理解。可靠性：由研究者擔任教學者與訪談者，熟悉活動內容，並以相同訪談大綱提問，可獲
取具有一致性與可靠性的資料；惟避免單獨進行資料分析所可能產生的偏見或盲點，協同研究者針
對本研究編碼、分析進行同儕檢核。可證實性：本研究之分析結果交予受訪者檢閱證實無誤。

討論

以下闡明本研究結果與討論：（1）受訪者參與本活動前的哀傷，及參與本活動後引發的知覺
與反思；（2）本活動轉化受訪者與逝者之關係及哀傷調適之因素；（3）綜合討論。

（一）受訪者參與本活動前之哀傷，及參與本活動後之知覺與反思

1. 葳葳參與本活動前後

（1）葳葳參與本活動前之哀傷。葳葳是高中教師，母親是最支持葳葳和最能傾訴之人，但在葳葳
第二個孩子出世第三天，母親因血癌復發住院，不久在葳葳坐月子期間病逝。葳葳對於母親嫁到
傳統的客家大家庭，30年來節儉勤奮，勞碌於果園的農事與大家庭的家事，她感嘆母親活得很辛
苦，認為母親離世是一種解脫。然而，葳葳在參與本活動前，對於 15年前母親臨終時未見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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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仍感到遺憾：「（我坐月子時）鄰居都不讓我去看我媽媽，我覺得那是很大的遺憾。」（葳
1/4/15）。喪親後，葳葳「每天就是忙著顧小孩，沒有機會去處理這部分的情緒。」（葳 1/4/18），
而且不會向家人表達悲傷，「畢竟有很多事情不能跟爸爸說，也不能跟先生說。」（葳 1/3/14），
每當思念或難過時，她會回到老家向佛堂旁的母親遺照傾訴：「難過的時候就會去那裡說說話，去
傾訴一下。」（葳 1/4/4）。此外，葳葳失去母親的支持常感到孤單，所以「我才會說我一直在找媽
媽到底在哪裡？」（葳 2/9–3/1）

（2）葳葳參與本活動的知覺與反思。在「回憶逝者」單元，葳葳帶母親的舊傘（連結物）到課堂，
分享舊傘「可以顯現出節儉的部分，我從媽媽身上學到的就是節儉。」（葳 2/9–2/1）。葳葳知覺
到向同儕分享母親的美德時，「好像媽媽就會得到一些滿足，媽媽就不會遺憾她好像什麼都沒有遺
留下來。」（葳 2/9–2/3）。在「與逝者對話」單元，葳葳「覺得媽媽就在面前，就會真情流露出
來。」（葳 2/9–3/1）。葳葳向母親表達心中疑惑：「為甚麼這麼早就把我們拋棄掉，好希望她能
夠繼續陪伴我。」（葳 2/9–3/1）。在對話後，找到了母親對她的信任：「對話之後，就知道媽媽
什麼都不說，其實就是她信任我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對的，⋯⋯知道我怎麼做媽媽都是支持我的。」
（葳 2/9/3）。因此，葳葳表示「已經找到我的答案了，有種如釋重負的感覺。」（葳 2/9–3/1）。
而且，葳葳也相信母親已在很好的地方，並認為母愛無所不在：「我覺得媽媽應該就在天上，因為
我外婆也走了。我相信她們是在一起的，所以是有一個很好的地方，讓她能夠不用再受苦。」（葳
2/9–3/3）；「比較不會胡思亂想，就是比較正向，是喜悅了，不需要悲傷了，因為媽媽就是無所不
在了。」（葳 2/11/2）。葳葳參與本活動半年後，其哀傷調適延續第二次訪談的感受：「可以很喜
悅地想到媽媽就是在旁邊保護我、給我祝福這樣子，很開心。」（葳 3/16/1）

葳葳多年來未向家人表達哀傷，參與本活動前遺憾未見母親最後一面，會思念、難過與孤單，
不知母歸於何處而未能心安，雖然會向母親的遺照表達哀傷，但仍未有效調適哀傷，其與亡母處於
不和諧關係。參與本活動時，葳葳從舊傘憶起母親的美德，並在與母親的對話中找到答案，原來母
親是信任支持她的，當她知覺到母親已在很好的地方時，心感到安頓，即使在本活動後半年。

2. 樺樺參與本活動前後

（1）樺樺參與本活動前之哀傷。樺樺從事美容服務業，是 5位手足的老大。母親於 7年前往生，
從檢查出罹癌到逝世不到 3個月。在初受訪時樺樺自覺喪葬辦得不好而感到愧疚，掛心母親是否往
生善處：「這樣做對嗎？媽媽會不會因為（我沒有依照長輩要求）沒有燒金紙、沒有腳尾飯而沒得吃、
沒錢用？」（樺 1/4/5）；「有愧疚感。幫媽媽辦後事之後，總會覺得自己辦得不好，她在那裡過得
不好。」（樺 2/6/9）。樺樺喪母後壓抑哀傷，不向人表達悲傷是因「怕對方會給我不想要的回應，
覺得對方不會懂我的感受。」（樺 2/6/2）。即使面對母親牌位仍然壓抑著，「我會覺得我講出來，
也許她會更難過，她會擔心我，所以我不會講。」（樺 3/16/5）

（2）樺樺參與本活動的知覺與反思。在「回憶逝者」單元，樺樺聆聽同儕喪親歷程與逝者的回憶，
更能同理同儕並拉近彼此情感：「同學在分享時，覺得每一個人的傷痛是不一樣的。⋯⋯有拉近彼
此的情感。」（樺 2/9–2/3–5）。樺樺參與「與逝者對話」單元的前一晚，在母喪 7年後未曾夢到的
母親竟入夢來，增加體驗的真實感。在本單元樺樺與母親對話時表達內心話，並感受到母親在那邊
活得好因而感到放心：「可以很真實地對媽媽說謝謝，跟她說對不起，很真實的擁抱，跟她說我愛
妳。」（樺 2/10–1/3）；「那個夢也有影響（與逝者對話單元前一晚夢到母親），在跟媽媽對話後，
就感覺比較放心，感覺她在那邊活得很好（樺 2/10–1/1）⋯⋯對媽媽的懺悔，感覺沒那麼深了。⋯⋯
好像有真實的看到媽媽的面相，她是微笑的。」（樺 2/10–4/1–2）。在樺樺與逝者對話後，找到了
答案，相信母親在另一個世界過得很好。樺樺感謝本活動「圓滿了我以前從來沒有對媽媽說出這麼
寫實的話，對媽媽情感的表達。」（樺 2/10–3/2）。在參與本活動後半年，樺樺覺得「整個心裡就
開了，不會這樣子憋著。」（樺 3/20/1）；此外，樺樺體悟到「當你覺得她好的時候，她一樣通通
都是會過得很好的。」（樺 3/20/9）

樺樺多年來未向人表達哀傷，在參與本活動前，對於母親後事的處理感到愧疚，掛心母親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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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得好，即使向母親牌位說話，仍壓抑哀傷，可知其與亡母處於不和諧關係。樺樺在「與逝者對話」
單元前晚夢到 7年未入夢的母親，使其與母親對話的體驗更真實。與母親對話後找到了答案，她相
信母親在另一個世界過得好而感到放心，即使在本活動半年後。

3. 嘉嘉參與本活動前後

（1）嘉嘉參與本活動前之哀傷。嘉嘉曾在臺北某大醫院工作，處理醫師的合約與薪資。嘉嘉出生
於彰化傳統家庭，家庭以父親為權力中心，母親是順從權威的傳統女性。嘉嘉與母親的關係緊密，
即使嫁到臺北並工作 21年，但與母親心很靠近。2000年家人來電說母親得了流感，送到彰化某醫
院掛急診，肺部已經浸潤。嘉嘉驚訝只是流感怎會如此嚴重，原來是父親與弟弟延誤就醫。當時，
嘉嘉請假趕回彰化，母親已無意識地躺在加護病房，終因併發肺炎及敗血症，於送醫後第五天往生。
嘉嘉於初受訪時自責自己在醫院工作卻幫不了母親，並感到虧欠：「我平常都是在幫同事的或朋友
的家人找醫生或者是找病房，⋯⋯我自己的媽媽我幫不上忙，我是覺得說這個自責、虧欠，恐怕比
較大。」（嘉 1/3/1）；「只要想到媽媽就會想到對她的虧欠，還有最後那段對她沒有陪伴，覺得對
她失職，沒有盡到子女應盡的。」（嘉 3/17/4）。嘉嘉長年壓抑喪母悲傷，不會向家人表達與談論
母親，「怕談論母親時會引發自己的悲傷情緒，不想讓他人看到我悲傷。」（嘉 2/6/2），也拒絕回
憶這段過往：「參加（本活動）前拒絕與害怕回憶此事，較多負面的連結。」（嘉 3/17/1）

（2）嘉嘉參與本活動的知覺與反思。在「回憶逝者」單元，嘉嘉帶了結婚時母親送的項鍊回憶著
母親的疼愛：「媽媽跟我講一句話『妳從此就是臺北人了』，⋯⋯年紀慢慢大我才想到她是不捨。⋯⋯
透過這次的課程，我又重新把媽媽來圓山飯店參加婚禮時買的項鍊找出來，又重新喚起對媽媽過去
那種美好的回憶，或是她對我們的那種疼愛。（嘉 2/9–2/2）⋯⋯透過這樣回想過去，會更加深媽媽
對我們的愛比我們所想的、所感覺的還要多很多。」（嘉 2/9–3/7）。嘉嘉在「與逝者對話」單元與
母親對話時，將壓抑 16年的哀傷傾瀉而出：「感覺好像真的她就在現場，就在妳旁邊。⋯⋯當然
悲傷的情緒是非常高的，因為覺得她臨終前的那種情境又再次回來了，⋯⋯但悲傷沒有持續太久。
（嘉 2/9–3/2）⋯⋯我覺得整個好像潘朵拉的盒子一樣整個打開了，因為已經蓋住十幾年了，那一天
（與逝者對話單元）我非常的震撼，那個悲傷的情緒是整個用倒的倒出來⋯⋯。就是因為透過這樣
子，才能真正去面對原來埋在心底的那種悲傷，或者虧欠自責。」（嘉 2/9–3/5）。嘉嘉參與本活動
後，認為虧欠與自責有大幅減輕，也減輕了思念、難過、悲傷與罪惡感：「剛開始時極為痛苦，就
像一次又一次地揭開傷口，上完課才發覺這是療癒必經的過程。⋯⋯我覺得罪惡感有減輕，當然，
身為一個子女，還是會覺得說自己還是應該說是不孝還是失職吧！認為還是有一點點遺憾啦！」（嘉
2/11–2/1）。在參與本活動半年後，嘉嘉「參加後喜樂多於哀傷，同時感受到生命有定時，生有時
死亦有時，應順應生命的自然。」（嘉 3/17/1），「想到媽媽時會比較正面，會想到她對我的愛。」
（嘉 3/16/4），也減輕了哀傷：「自責、思念、難過、悲傷、不甘心，已經淡化很多，如果用十點
量表來量化它，過去可能七、八分，現在已經非常低了，大概兩分、一分吧！⋯⋯虧欠、愧疚，大
概一分兩分吧！」（嘉 3/17/2–4）

嘉嘉多年來未向人表達哀傷，在參與本活動前，對於無法幫到母親而感到自責、虧欠與未能盡
孝，喪母後她不敢回憶喪母經歷，可知其與亡母處於不和諧關係。在參與本活動後，從母親的項鍊
裡回憶起母親的疼愛，壓抑 16年的悲傷，終在與母親對話時傾瀉，使其減輕了哀傷，即使在本活
動半年後。

4. 靜靜參與本活動前後

（1）靜靜參與本活動前之哀傷。靜靜與丈夫樂樂自營一家水電公司，兩人一起參與本活動。隨著
課程進展，靜靜才覺察到面對因膽道癌往生的公公仍感到哀傷，「我知道心裡面是不快樂的，呼
吸是悶的、不順暢的，但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上課後才知道原來是公公的往生。」（靜 2/10–
1/7）。靜靜曾跟著公公做粿、賣粿，深受公公信任。當公公在安寧病房，婆婆卻要靜靜幫大伯的兒
子說媒提親，靜靜認為此時應該好好照顧公公，因此對說媒一事感到抗拒。在公公往生 3年後，靜
靜在參與本活動前仍感到遺憾，未能向公公道謝與道歉，並感到自責：「沒有感謝他這 28年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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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我很謝謝公公的信任。⋯⋯我到病房又不能好好陪伴公公，每次婆婆都是講做媒人這件事情，
這是我比較自責的。」（靜 1/3/2）。由於公公對靜靜的信任，一次公公住院開刀，公公要靜靜到大
甲媽祖拜拜卜卦，那時卜卦寫著公公的貴人在北部，不過小叔與婆婆都反對到臺北就醫：「我會覺
得是內疚的成分比較重，我當時是不是做得不夠多。」（靜 1/3/2）；「我那時候就看到公公求助的
眼神，好像沒有帶他到臺北就醫，我有點捨不得！可是，那是我沒有辦法作主的，因為有婆婆，還
有先生他們兄弟在。⋯⋯想到公公求助的眼神，我就很捨不得。」（靜 1/3/12）。靜靜曾向丈夫表
達哀傷，但不曾在家族裡談論，「他們好像都不談這一塊，婆婆也不談。」（靜 /1/4/4），並認為「社
會傳統習俗忌諱談論死亡。」（靜 3/21–1/1）

（2）靜靜參與本活動的知覺與反思。在「回憶逝者」單元，靜靜分享和公公相處的回憶，每逢過
節時「清晨 3、4點就會跟公公一起去市場賣粿，⋯⋯那些美好的回憶。」（靜 2/9–2/1）。在「與
逝者對話」單元，靜靜向公公表達內疚以及說明無法作主的苦衷：「（與公公對話）那個當下，我
有跟公公講我的內疚⋯⋯，跟他講到生命的最後我真的沒有辦法承擔他要去哪個醫院⋯⋯。跟公
公講真的是很抱歉，這個部份我真的沒有辦法做主，因為還有媽媽（婆婆），還有他們兄弟。」
（靜 2/9–3/1–2）。此外，靜靜向公公道謝時，浮現公公疼愛孫女的畫面：「就是（在與公公對話
中）在跟公公道謝⋯⋯，就讓我想起來在我女兒一歲多的時候動過一次小手術，我公公賣完菜就自
己一個人搭公路局去醫院。那時候因為麻藥退了，女兒一直在哭，公公就說他肚子餓了，我就去買
了兩碗稀飯，公公一碗餵女兒吃，一碗公公吃。那個美麗的相又回來了，那個相給我的感覺就是內
疚的部分就沒有了，而且他是理解的，知道我已經盡力了（沒帶公公到臺北就醫）。感覺是被愛
的，感受到他的愛。」（靜 2/10–1/3–5）。靜靜「覺得最後跟公公的對話非常的美好，讓我跟公公
有一個說明的機會，說明我真的盡力了，那個當下我真的無法作主的。」（靜 2/11/2），她相信公
公「他都知道了，都聽到了，比較沒有遺憾。」（靜 2/11/2）。因此，靜靜自覺哀傷已減輕：「我
覺得在上課前是內疚的，那時候比較不安。上完課我覺得被理解了，被公公那個相理解了。（靜
2/11/1）⋯⋯也有好好地跟他道謝，我覺得這一塊就被療癒了。」（靜2/11–2/1）。參與本活動半年後，
靜靜內在的公公的形象已是正向的：「就是我女兒住院的時候他來，然後我覺得是一個長者的照顧，
是正面的相、溫馨的相，畫面是那種有被疼惜到的感覺。（靜 3/16/1–3）⋯⋯那是很穩固，我知道
永遠不變的，我知道永遠不變的，真的！」（靜 3/17/15）

靜靜參與本活動前，對於未能向公公道謝與道歉感到內疚，可知其與公公處於不和諧關係。參
與本活動時，喚起了公公的美好回憶，在與公公對話時，她向公公道謝與道歉，也說明內心的苦衷，
使其減輕哀傷，且連結到公公的愛，即使在本活動半年後。

5. 樂樂參與本活動前後

（1）樂樂參與本活動前之哀傷。樂樂在傳統家庭長大，是水電公司自營商。父親是終生勞碌於種
田與賣菜的農夫。樂樂會在假日回鄉幫忙農事，雖然父子不會談心，但可以感受到父親的疼愛。樂
樂接受初次訪談時，憶念到父親仍會感到不捨與難過想哭：「他（爸）是一個很勤勞的人。⋯⋯我
們又沒有時間過去幫忙，所以一直都不捨（父親勞碌沒有享清福）。」（樂 1/3/1）；「其實很少
表達出來，現在想到的時候真的很想哭。」（樂 1/4/3）。樂樂壓抑哀傷不會向人表達，除了因「男
孩子比較不會表達出來」，也認為「自己的事不要帶給別人困擾。」（樂 3/21–2/1）。

（2）樂樂參與本活動的知覺與反思。在「回憶逝者」單元，樂樂憶起父親在割稻時對他的愛護及
傳承：「因為他們那一輩割稻的速度都很快，他（爸）會偷偷跟我說，你如果跟不上的話，你就去
喝杯茶，讓前輩在前面，你跟在他（爸）的後面。他會掩護你，對你的愛護。」（樂 2/9–2/1–2）；
「從他那邊學到他刻苦耐勞的精神。（樂 2/9–3/2）⋯⋯他一直都影響我的工作態度跟生活態度，
到現在。」（樂 2/10–1/1）。在「與逝者對話」單元，樂樂與父親對話時，發現眼前的父親不一樣
了，「我感覺他變得好像比較胖，而且他的笑容是非常燦爛的，不是小小的微笑，感覺他笑得很開
心。」（樂 2/9–3/3）。樂樂參與本活動後，回顧過去的喪父悲傷，發現「以前對往生者的思念其實
好像都沉醉在悲傷裡面。」（樂 2/11/3），然而參與本活動後，連結到父親正向的記憶，且減輕了
哀傷：「我們要想念他以前的一些對我們的好和對我們的幫助，然後會想一些以前他美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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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 2/11/3）⋯⋯上課之前思念會比較沉重，現在感覺他在那邊如果過得很好，心情比較不會那麼
沉重。」（樂 2/11–2/3）。樂樂參與本活動後半年，想到父親仍延續第二次訪談，「因為看到他那
個笑容有感覺他現在過得很好，可以比較寬心。」（樂 3/16/2）

樂樂多年來未向人表達哀傷，在參與本活動前，對父親勞碌一生未能享福，感到不捨與難過，
其與亡父處於不和諧關係。參與本活動時，他憶起與父親共事的美好回憶與傳承，連結到父親的愛；
與父親對話時，看見父親變胖與其笑容，知覺他過得很好，減輕了哀傷，並感到寬心，即使在本活
動半年後。

6. 小結

綜上可知，參與本活動前，受訪者憶起逝者時有多項哀傷反應，且與逝者處於不和諧關係。其
持續多年的哀傷，似與以下本土文化有關：（1）未盡孝道：Chow與 Chan（2006）認為家人間彼
此有相互照顧的義務，死亡象徵照顧失敗，因此哀傷會包含很多的自責、羞愧與罪惡感；（2）未
善盡喪儀的個人倫理：受訪者認為未能完整實踐喪儀，無法安頓逝者死後世界而感到不安（吳秀碧，
2016；李秉倫等人，2015；鍾文佳等人，2019）；（3）受訪者顧慮太多外在因素，多壓抑哀傷且
不表達哀傷（蔡佩真，2012；Chow & Chan, 2006）。比較受訪者參與本活動前後，皆獲得哀傷調適，
且與逝者轉為和諧關係。綜合受訪者參與本活動前後的哀傷情形及與逝者關係，整理如下表：

表 4
受訪者參與本活動前後的哀傷情形及與逝者關係之比較

活動前的哀傷及不和諧關係 活動後調適哀傷且與逝者轉為和諧關係

葳葳 遺憾臨終前未能見母；對母的思念；尋找母到哪裡去

想到母較正向、喜悅；感受母的支持、信任；發現母

的美好回憶與美德；相信母在很好的地方；母愛無所

不在

樺樺 愧疚未辦好母後事；疑惑母親過得好嗎
減輕愧疚；見到母微笑，相信母在另外一個世界過得

好

嘉嘉 自責幫不了母而感到虧欠；未盡孝的罪惡感
減輕虧欠、自責、悲傷與罪惡感；想到母時較正面，

想到母對我的愛

靜靜
遺憾未向公公道謝與道歉；想到公公求助的眼神，會

感到內疚與不捨

減輕內疚與遺憾；相信公公理解我的苦衷；想到公公

是正面、溫馨與穩固的形象；感受到公公的愛

樂樂 捨不得父勞苦一生未享福；想到父會難過想哭
減輕悲傷；見到父變胖與其笑容；相信父在另一個世

界過得很好；想到父的美好回憶與傳承

（二）本活動轉化受訪者與逝者關係及哀傷調適之因素

1. 提供回憶逝者與向逝者表達哀傷之平台

Worden（2018/2020）在論及哀傷治療的程序中，提到翻新對逝者記憶的方式，就是讓喪親者
談論逝者，且以呼喚其對逝者的正向記憶為主。受訪者參與「回憶逝者」單元，圍一圈在團體中由
學員自主分享有關逝者的故事、連結物、回憶與傳承，喚起有關逝者的正向回憶，連結到逝者的
愛。受訪者在參與「與逝者對話」單元，戴上眼罩觀想與逝者相會與對話的過程，提供了受訪者較
少外在干擾，有助於鬆懈防衛心，專注在教師的引導，及專心與逝者對話的想像，讓受訪者有了向
逝者表達哀傷與內心話的平台，並在表達後減輕了哀傷。例如分別喪母多年的葳葳與嘉嘉表示：
「之前都沒有一個對象，媽媽死了，我真的沒有見到最後一面，我覺得我很多話沒有真正去表達出
來。在老師的課裡面有讓我們把媽媽好像彷彿就在你面前，可以真實的去把自己想說的話講出來」
（葳 3/20/1~2）；「已經蓋住十幾年了，那一天（與逝者對話單元）我非常的震撼，那個悲傷的情
緒是整個用倒的倒出來⋯⋯」（嘉 2/9–3/5）。本研究發現與逝者對話的效果如Armstrong（Neime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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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5, pp. 268–272）所認為，透過導引畫面進行對話，喪親者感受到逝者慈愛的身影與他有了
連結，能夠給予喪親者所需的情緒支持與愛的連結，感受到所愛的逝者過得很好。本研究以教學
活動形式搭建與逝者連結的平台，雖然不是以華人喪儀作為平台（吳秀碧，2016；李秉倫等人，
2015；鍾文佳等人，2019），但皆有共通的精神，即透過與逝者連結，表達哀傷與對話，處理與逝
者關係及調適哀傷。

2. 喚起與創造好的內在客體的逝者

從客體關係（漢默頓，1990/2013）來看，參與本活動前受訪者想到的逝者是內射壞的內在客體
勝出。本活動喚起受訪者對逝者的正向記憶，接著在與逝者對話時知覺到逝者的愛存續著，包含逝
者對其的支持、信任、保護、祝福與疼愛；在本活動後，其知覺到逝者已往生到善處，在死後的世
界過得好，或知覺到逝者的愛與自己永遠同在，甚而協助其創造逝者具體的好的形象，如看到逝者
微笑或身形變胖。因此，本活動協助受訪者回憶與創造逝者的好的客體，來整合好壞客體，發展出
完整的客體關係，使其與逝者有和諧的關係。

3.正念呼吸協助身心放鬆與覺察

研究者在訪談受訪者哀傷調適的因素時，有 3位提到有持續練習正念呼吸或靜坐（受訪者過去
並未學過），協助其回到當下、放鬆身心與紓解壓力：「很緊繃的時候，或者是太久沒有回歸內心
的時候，就會利用老師教的靜坐小片段，來提醒自己記得放鬆。」（葳 2/11–1/2）；「現在平時會
用老師教我們的呼吸方式來放鬆。」（嘉 2/11–1/1）；「以前胸口會卡卡的、悶悶的，現在好了！
1–5分來看，過去可能 4、5分，現在接近零了！應該是上課的經驗，我的心胸敞開了，而且是完全
性的。⋯⋯調節身體的放鬆，就呼吸這部分，已經有播種在生命裡面了。」（靜 2/11–1/1–7）。本
研究與過去研究（Roberts & Montgomery, 2016; Tang et al., 2015）的研究發現相同，當學會了正念的
技巧，便可獨自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正念，助其減緩負向心理症狀，提升自我控制和管理的能力等。

4. 同儕提供活動期間的支持與鼓勵

受訪者認為同儕在本活動進行期間提供的支持、鼓勵或示範，使其感受到安全與支持的學習環
境，有助其投入體驗：「很信任，覺得很有安全感，覺得組員都非常善良又非常的支持。」（葳
2/10–2/1）；「每個同學都有自己不同的故事，雖然都是一個表達愛的故事，⋯⋯可以跟往生者說
愛他，說對不起，說感謝他。」（樺 2/10–2/1–2）；「我覺得他們很棒，可以很自然的表達出來道謝、
道愛、道歉、道別，⋯⋯我還是很感謝他們給我一些鼓勵作用。」（嘉 2/10–2/1–2）；「對！安全的，
同學之間，大家都用真心在上課。」（樂 2/10–4/1）

5. 教師的特質與活動引導有助其投入體驗。

（1）教師的特質。綜合教師的特質為信任學員、溫暖、慈悲、善解、接納開放的心胸、不評斷，
以及令學員感到情緒穩定與有安全感：「很慈悲的老師，很穩定，是一個很溫暖的，不是用權威的
方式來帶領學生的，帶給人很安定的安全感。」（嘉 2/10–3/4）；「覺得他（教師）很善解，而且
可以給人放心的⋯⋯，很穩的、很有安全感，而且是信任的，比如說同學講什麼，你都可以的，沒
有什麼對錯，沒有什麼樣的比較。」（靜 2/10–3/3）

（2）教師的引導。本活動的節奏與活動內容主要由教師引導，因此在本活動扮演重要角色。嘉嘉
認為教師「帶領我們回顧過去，然後好像又能夠讓我們的生命繼續往前走。」（嘉 2/10–3/4）；葳
葳較被動於情感表達，但教師的引導「有推動自己的力量。⋯⋯有這個機會能把心裡上以前過去累
積的情緒，都可以在那個時候把它發洩出來。」（葳 2/10–3/1）；教師引導樺樺記得母愛在心中：「老
師在做最後總結時有說媽媽永遠都活在我心中，這句話就烙印在我心裡了。」（樺 2/10–3/1）

綜上可知，受訪者在教案、同儕與教師共築安全的學習環境裡，隨著本活動提供回憶逝者及與
逝者對話之平台，而有機會表達哀傷與內心話，並喚起與創造好的內在客體的逝者，因而轉化與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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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關係並減輕哀傷。

（三）綜合討論

1. 藉由喪儀與逝者連結，對多年哀傷者的哀傷調適效果可能有限

本研究發現受訪者在喪親後長年壓抑哀傷，較不會向親友談論逝者與表達哀傷，此與蔡佩真
（2012）的研究相同。過去許多研究（吳秀碧，2016；李秉倫等人，2015；洪雅琴，2013；鍾文佳等人，
2019）著重華人喪儀協助哀傷療癒的功能，但本研究發現若喪親者已有多年哀傷，與逝者處於不和
諧關係，即使持續以喪儀與逝者連結與對話，其調適哀傷的效果可能有限。如葳葳和樺樺已向母遺
像或牌位傾訴多年仍持續哀傷。因此，本研究認為若喪親者持續壓抑哀傷，無其它喪儀之外的作為，
則可能不易達到哀傷調適，需另謀其它出路。

2. 當多年的哀傷者知覺到允許哀傷的安全環境，有助於表達哀傷

依據本研究結果，受訪者在參與本活動前已壓抑哀傷多年，且多不向他人表達哀傷，這或許受
到在喪儀中需節制悲傷，治喪期後哀傷不被公開鼓勵，以及考量諸多他人或外在因素使然，此與過
去的研究發現相同（洪雅琴，2013；蔡佩真，2012）。或許，缺乏安全、允許哀傷與表達哀傷的社
會環境，是華人喪儀文化在哀傷療癒的路上較缺乏的。本研究發現，若能讓喪親者知覺到環境與人
員是安全的、支持的、允許與接納悲傷的，則可令其獲得支持及鼓勵其表達哀傷。本研究結果也同
意吳秀碧（2017）的研究，在儀式活動中社會性支持乃轉化內在逝者客體不可少的一環。

3. 本活動提供非喪儀方式催化喪親者與逝者連結並經驗與表達哀傷

東西方學者認為經驗與表達哀傷有助於哀傷調適，本研究結果不僅有相同發現，更在華人以喪
儀平台與逝者持續連結與表達哀傷的療癒精神之下（吳秀碧，2016；李秉倫等人，2015；洪雅琴，
2013；鍾文佳等人，2019），認為本活動可提供有助於哀傷調適的非喪儀方式。喪親者參與本活動
有機會跳脫原來持續壓抑哀傷的行為模式，在參與本活動期間，隨著各單元進行，因感受到教案、
教師與同儕構築了安全及允許哀傷的環境，使其願意敞開談論喪親經驗，回憶逝者，以及與逝者連
結與對話，藉此經驗與表達多年的哀傷與內心話。

4. 將與逝者的不和諧關係轉化為和諧關係時，便獲得哀傷調適

本研究結果發現受訪者參與本活動前已持續多年哀傷，且與逝者處於不和諧關係。雖然哀傷
治療的傳統觀點（Freud, 1917; Payne et al., 2002）認為要撤回與逝者情感的連結以調適哀傷，但本
研究發現與逝者連結有助於哀傷調適，此與近來研究相同（蔡佩真，2009；蕭高明，2015；Field, 
2006; Huang, 2008; Klass, 2001）。喪親者在參與本活動與逝者連結的經驗時，能向逝者表達哀傷與
內心話（自責、愧疚、虧欠、道謝、道歉與道愛），並知覺到逝者有著正向而美好的樣貌（逝者的
信任、支持、愛、微笑、溫馨、好面容與獲得理解），且讓喪親者主觀地知覺到逝者在另一個世界
過得好，而能解答逝者往生何處、是否過得好的疑惑和不安，使心靈獲得安頓。本研究比較受訪者
參與前後的改變，發現喪親者的哀傷和與逝者的不和諧關係有著密切關聯，這與李秉倫等人（2015）
與鍾文佳等人（2019）的觀點相同。本研究結果同意蕭高明（2015）與 Huang（2008）的研究發現，
即持續以與逝者連結作為平台，讓喪親者處理和逝者未解決的情緒與衝突，產生自我轉化，而能釋
然與安心繼續人生；不過，所不同者是本研究以本活動作為平台來化解和逝者的情緒與衝突。

5. 與逝者的和諧關係與完整的客體關係，持續伴隨喪親者往後人生

本研究發現受訪者參與本活動所喚起與創造與逝者有關的正向回憶、正向情緒與和諧關係，延
續到至少半年後。從客體關係理論（漢默頓，1990/2013； Klein, 1940）的觀點，喪親者已修補了原
已損傷的內在客體的逝者形象，整合了好壞客體，發展出完整的客體關係。此外，戴上眼罩進行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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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者對話可能令人聯想到臺灣坊間走入地府的「觀落陰」。研究者認為本活動有心理學的研究與理
論基礎，目的不在於讓參與者認為與逝者的靈魂進行對話，而是協助其從喚起逝者的正向記憶，向
逝者表達哀傷與內心話，感受到逝者的愛與精神傳承不因死亡而消逝，並創造與逝者新的正向連結
經驗；因此，本活動較無「觀落陰」的宗教或民俗色彩，或許更能普及一般喪親民眾。李秉倫等人
（2015）與鍾文佳等人（2019）認為透過喪儀來安頓逝者的靈魂，使逝者角色轉化為祖先保護生者；
不過，本活動雖未透過喪儀祈求天或神幫助逝者往生善處，似乎也能透過本活動使受訪者增加好的
客體的逝者，並感受到逝者往生善處，或成為守護與支持的角色，使其與逝者轉化為和諧的關係，
並持續伴隨未來人生。

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以實務課程出發，以表達哀傷及與逝者連結作為教學策略，並設計與逝者對話活動介入
喪親多年的 5位哀傷者，探討其參與本活動前後，其與逝者關係之轉化及哀傷調適。研究結果為，
喪親者在參與本活動後，哀傷獲得調適，與逝者關係轉化為和諧關係。探討本活動的轉化因素，主
要為：在教案、教師與同儕共築的安全環境裡，協助受訪者談論與回憶逝者，以及在戴上眼罩與逝
者對話時，經驗與表達哀傷，並喚起與創造好的內在逝者客體，而正念呼吸也助其身心放鬆與覺察。
本研究發現，雖然華人喪親者普遍以喪儀為平台持續與逝者連結，但本研究發現長年的哀傷者會壓
抑哀傷表達，且與逝者持續不和諧關係，因此需在華人喪儀之外另謀出路。本研究發現，本活動營
造允許哀傷的安全環境，是哀傷表達及與逝者連結的基礎，基於此才易催化喪親者表達與經驗哀傷，
與逝者有正向的連結與對話，使與逝者的不和諧關係轉化為和諧或完整的客體關係，也就獲得哀傷
調適，且此關係可持續伴隨喪親者。
雖然華人哀傷療癒（李秉倫等人，2015；鍾文佳等人，2019）強調透過喪儀平台與逝者連結進

行療癒；然而，隨著時代演變，喪儀可能逐漸不完整或不受重視。本研究認為，可持續喪儀的精神，
並在允許哀傷的安全社會環境，透過類儀式活動讓喪親者經驗與表達哀傷，及與逝者連結與對話，
以達哀傷調適。因此，本研究支持余德慧等人（2004）提出的本土社會喪親家庭的復原將走上倫理
性的網絡療癒之路，即修補與逝者斷裂的網絡，以及另謀出路的人際網絡；本研究結果或許可作為
兩種網絡的實務回應，亦即透過本活動提供喪親者與教師及同儕共築的安全環境的人際網絡，再透
過本活動修補原本與逝者已斷裂的網絡關係。

（二）建議

1. 對喪親者哀傷調適之建議

本研究結果發現，若能讓喪親者在安全的環境下回憶逝者的正負向記憶，允許並適當表達哀傷，
將可能改善與逝者關係並促進哀傷調適。因此，建議喪親者多關注在改善與逝者之關係，並尋求安
全的社會網絡來表達哀傷。

2. 對哀傷調適活動之教案與師資之建議

李秉倫等人（2015）建議可設計針對喪親者所需之本土相關儀式化課程，讓喪親者有機會說出
自己的內心話及完成儀式。本活動可作為本土儀式化課程的具體實踐。此外，可組織有生死學、哀
傷輔導與成人教育背景之專家團隊，研發更多符合我國民情之與逝者連結之活動教案與帶領技巧，
並舉辦相關師資之培訓，以補充教材與師資之不足。

3. 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研究對象：未來可擴及喪偶、喪子或不同死亡形式等喪親對象。研究方法：增加研究對象並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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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量化研究，以獲取統計學上之證據；或以準實驗研究探討參與課程前後的效果。研究範圍：未來
可納入不同國家之華人進行研究。

（三）研究者反思

以研究者擔任生死教育教學者的視角，受訪者之哀傷調適亦受到兩項因素影響：其一，受訪者
在參與本活動前，較少有機會向親友討論逝者與表達哀傷，當受訪者接受本研究訪談時敘說喪親經
驗，也有助其哀傷表達；再者，因本活動是生死教育課程的最後主題，因此前面課程積累的學習受
益及教師與同儕之情感，皆有助於受訪者投入本活動。此外，依據研究者教學本活動多年之經驗，
多數喪親參與者會在與逝者對話單元向逝者進行對話，但有少數參與者覺得戴上眼罩向逝者對話並
不實際；不過，他們在分享逝者單元仍有助其喚起逝者的正向回憶，而憶起或增加正向的內在客體
的逝者。

（四）研究限制

研究對象之限制：本研究對象其逝者恰好皆為長輩，由於哀悼歷程也受到與逝者親疏關係影響，
甚至其他死亡事件因素、個人因素與環境因素等多重因素影響，故本研究結果無法說明所有喪親者
的哀傷調適。研究時間之限制：為了瞭解受訪者參與本活動之延宕效果，故於活動後半年再蒐集相
關資料，在第二與第三次訪談以相同問題詢問之，以減少取得的資料可能受到其他生活事件影響，
結果其自陳轉化與逝者關係及哀傷之因素，深受到本活動影響。研究者角色之限制：由於研究者在
本研究擔任教學者、訪談者、研究者等多重角色，故研究資料與分析可能偏頗與無法周詳。為減少
此不足，由協同研究者即輔導與諮商碩士陳老師全程參與本活動進行觀察，並共同參與資料編碼與
資料分析，以及檢證本研究結果；此外，分析結果也交予受訪者檢閱同意。最後，研究方法之限制：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以深度訪談蒐集 5位受訪者自陳之資料，而自陳喪親經驗、逝者關係與哀傷情
形，可能因回憶式資料會有選擇遺忘或選擇社會偏愛之情形，且質性研究之研究結果無法推論至其
他喪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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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ation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ereaved 
and Deceased and Promotion of Grief Adjustment: 
Activity Involving Conversations with the Deceased

Yao-Ming Lo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Providence University

Most grief theories have been proposed by Western scholars, and Taiwanese studies about coping with grief are primarily 
based on Western theories. However, death and grief in Taiwanese society are primarily influenced by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In recent years, Taiwanese psychologists have proposed that Confucian societies such as Taiwan value harmony and 
balanced relationships with the deceased, spirits, and deities. Therefore, the bereaved have an ethical responsibility to perform 
a series of funeral rituals and to pray for deities to provide guidance to the deceased’s soul, such that the deceased can become 
a “deity” who protects the bereaved; otherwise, the deceased becomes a spirit, and the bereaved family cannot be at ease. In 
addition, funerals can catalyze the expression of grief and allow relatives to interact and provide support. After the deceased 
becomes a deified ancestor, the bereaved family worships the deceased regularly to cope with unresolved emotions and obtain 
blessings. Psychologists have proposed that, in Confucian societies, the goals of grief healing include ensuring that the bereaved 
achieves harmony and balance; the harmony of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deceased, spirits, and deities is used to assess the 
grieving process and aid the bereaved in finding inner harmony.

Per object relations theory, mourning repairs the damages loss causes to internal objects. Objects can be good or bad, and 
the study of object relations consider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elf and internal or external objects. Introjecting good objects 
is the foundation of positive object relations; individuals can think of these good internal objects and be reminded that good 
things exist even when the individuals suffer. The self eventually integrates the good and bad parts of the self and the object, 
achieving a complete object relationship. 

However, some individuals may be unable to develop a complete object relationship. Therefore, this study extends the 
interpretation of object relations theory as follows: When a bereaved individual introjects a deceased individual as a bad internal 
object associated with mostly bad object images, ideas, fantasies, feelings, and memories, the bereaved individual may continue 
to grieve because of continuing bonds. Nevertheless, if the bereaved individual can reminisce or introject good objects related 
to the deceased individual and integrate good and bad objects, then a complete object relationship can be developed. Therefore, 
this study considers grief derived from bereavement to be a response to a disharmonious relationship with the deceased and 
assumes the necessity of funeral rituals or other means of achieving a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Although studies have indicated 
that the funeral rituals practiced in Confucian societies can help bereaved individuals to release their grief and maintain a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with the deceased, some bereaved individuals may experience grief for years because of many external 
factors (such as the rules of funeral rituals and social norms) and thus maintain a disharmonious relationship with the deceased.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bereaved individuals have a tacit understanding of grief expression and follow emotional rules for 
expressing grief. Because bereaved individuals must account for the feelings of others and a multitude of external factors, t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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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unlikely to talk about deceased individual or express grief to family members and other people. Therefore, after the funeral 
period, most bereaved individuals convert their grief into self-repression and individual relief.

Both Eastern and Western sources state that the expression of grief and maintenance of bonds with deceased individuals 
are strategies for coping with grief; therefore, the present study incorporated these concepts into an activity in which a bereaved 
individual engages in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deceased. Studies have indicated that experiential death education is superior to 
didactic death education. Therefore, the present study adopted experiential death education. We divided the activity into three 
parts associated with a specific objective: knowing the deceased, reminiscing, and conversing with the deceased. By achieving 
these objectives, a bereaved individual might share a bereavement experience as well as stories and good memories of the 
deceased by creating a safe environment to experience and express grief. In our activity, a bereaved individual is blindfolded 
and instructed to breathe and relax with mindfulness and to imagine walking toward the door at the center of the universe. Upon 
reaching and opening the door, the deceased individual appears in front of the bereaved individual and takes a form determined 
by the bereaved individual’s imagination (which incorporates introjections of internal objects). The bereaved individual can then 
express their thoughts to the deceased and receive or feel the thoughts of the deceased. After participating in this activity, the 
bereaved individual is instructed to write down the thoughts received from the deceased individual.

The present study examin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ereaved and deceased individual and the 
grief adjustments made by the bereaved while participating in this activity. A qualitative methodology was applied in the present 
study. A study sample comprising five participants (four women and one man) aged between 45 and 55 years was recruited. 
Data were collected using in-depth interviews and analyzed using hermeneutic analysis.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1) Before 
participating in this activity, the participants had experienced grief for years and had disharmonious relationships with the 
deceased; however, by participating in the activity, they adjusted their grief,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the deceased became 
harmonious. (2)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bereaved individuals and the deceased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safe learning environment created during the activity, which allowed the bereaved to express their grief, recall their memories of 
the deceased, and converse with deceased; these processes resulted in opportunities for the bereaved to create and evoke good 
internal objects associated with the deceased. In addition, mindfulness and breathing helped them to release their thoughts and 
emotions and maintain a sense of awareness. 

The findings of the present study are as follows. (1) Unresolved grief is often closely related to a disharmonious relationship 
with the deceased. For individuals who had been mourning for years, the culture of mourning rituals, through which they 
maintained a relationship with the deceased, was not a safe social environment for expressing grief. (2) The activity provides 
an environment for individuals to express their grief, establish a positive connection and converse with the deceased, transform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 deceased into a harmonious or complete object relationship, and achieve grief adjustment. Taiwanese 
psychologists have proposed that bereaved individuals can participate in grief healing and find peace through mourning rituals; 
however, over time, such rituals may gradually become insufficient or be ignored. Conversing with the deceased not only helps 
bereaved individuals to repair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the deceased but also establishes an interpersonal network through which 
bereaved individuals can work through their grief. These findings support the implementation of grief adjustment–related 
support measures for bereaved individuals and warrant the further investig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grief adjustment activities.

Keywords: grief adjustment, object relations theory, continuing bonds, deceased



教 育 心 理 學 報108


